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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批评模式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王玉良

摘　 要：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后， 在政治形势的影响下， 好莱坞电影在华经历了由兴盛到衰

落， 再到被清除的历史命运。 随着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 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也经历了从批评到批判， 再

到限制放映， 直到实行全国性清除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文章将从 “个体式” 批评、 “集体式” 限制

和 “全国性” 审判三个层面， 详述战后对美国电影的批评模式， 意在揭示战后政治语境与美国电影在华生

存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反思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电影批评对电影市场的影响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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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画上了句号。 重新稳定社会

秩序， 成了战后①初期国民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上海， 由于国民党忙于对沦陷时期日伪 “华影” 电影产

业的接收与瓜分， 致使当时的上海电影市场因制片业搁置而暂无新片可映， 只能放映沦陷时期被日本

人禁映而积存下来的那些影片。 这些影片， 除了部分国产片之外， 更多的是美国电影。 与此同时， 抗

战期间在大后方生产和放映的影片也大量涌入， 活跃了战后初期上海萧条的电影市场。 ８ 月 １９ 日， 作

为西片开映先锋的 《盖世英雄》 （ Ｊａｎｏｓｉｋ） 在南京大戏院和大上海大戏院两个首轮影院同时上映，［１］ 紧

接着 《铁骑出征》 （Ｗａｇｏｎｓ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蓝天使》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Ａｎｇｌｅ） 等片也相继开映， 预示着美国电影

在阔别数年之后， 再次回到了上海市场， 准备继续上演昔日的辉煌。

美国方面， 战后的海外市场继续成为好莱坞重要的收入来源。 １９４５ 年， 接替威尔·海斯 （Ｗｉｌｌ

Ｈａｙｓ， １９２２—１９４５ 年间担任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主席） 位置的埃里克·约翰斯顿 （Ｅｒｉｃ Ｊｏｈｎｓ⁃

ｔｏｎ， １９４５—１９６３ 年间担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 上任第一年， 便将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 （ＭＰ⁃

ＰＡＤ）， 更名为美国电影协会 （ＭＰＡＡ）， 并创立了美国电影出口协会 （ＭＰＥＡ）， 成立了海外部， 以继

续扩张好莱坞电影在海外的市场。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为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支持

其打内战。 为了取得美国人的好感， 国民党便以 “媚美” 的姿态对美国大开方便之门， 妄图在 “互利

互惠” 的基础上取得美国人更多的支持。 尤其是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双方签署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

约” （简称 “中美商约” ） 之后， 好莱坞电影更如泄闸的洪流一般， 再次涌入中国市场。 面对好莱坞电

影的冲击和国民党的 “媚美” 之态， 许多进步人士发起了对美国影片的批评和抨击。 随着国内形势与

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 评论界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态度在不同时期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即从批评上升

为批判， 从批判上升到限制放映， 直到抗美援朝时期， 开始对好莱坞影片实行全国性的清除。 从中不

难看出， 战后中国对好莱坞电影的态度完全紧跟国内政治形势， 尤其受当时中美政治关系的掣肘。

在中国新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下， 好莱坞电影在华遭遇了不同阶段的特殊境遇， 经历了由兴盛到衰

落， 最终被彻底清除的命运走向。 总体而言， 战后中国对好莱坞电影的态度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抗战

① 文中所说的 “战后”， 指抗日战争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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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属于第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主要体现一种 “个体式” 的口诛笔

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抗美援朝开始为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一种 “集体式” 的批判并限制；

抗美援朝时期为第三个阶段， 开始了对好莱坞电影 “全国性” 的审判并清除， 直到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好莱坞电影完全退出了中国市场。

一、 战后对美国电影的 “个体式” 批评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 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上海， 可以说一直为外国影片所霸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上海主要放映法、 德、 英等国影片， 数量最多的当属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

影片。 但一战结束后， 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 美国电影取代了法国电影， 几乎独占了二三十年代的上

海电影市场。 自此以后， 好莱坞电影就成了中国电影市场中的 “魅影”， 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电影

的发展。 无论是在论及 “中国电影的主体性建构” ［２］ ， 还是 “中国早期电影的 ‘民族性认同’ ” ［３］ 方

面， 好莱坞电影似乎一直都是中国电影界批评的对象。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

基本上延续了战前的方式， 多为民间的、 个人式的口诛笔伐。 这种批评方式带有明显的 “平民意识”。

正如李道新所说，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间电影批评具有 “平民化的意识形态趋向”， 之所以有这种趋向， “是

因为当时的电影批评界， 有意无意地将 ‘平民化’ 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倾向当作了民主与自由思想

的内容及其精髓” ［４］ 。 这种 “平民化、 个人式” 的批评主要通过对 “美国电影的本体批评” 和 “美苏

电影的比较批评” 两种方式实现。

（一） 对美国电影的本体批评

对美国电影的本体批评主要是从好莱坞电影本身， 及其类型、 内容、 主题等角度揭露美国电影的本

质。 战后对美国电影的本体批评和战前一样， 呈现一种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除了大部分报刊、 杂

志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一种广告宣传和娱乐报道之外， 也出现一些对好莱坞电影进行客观评价甚至褒扬

的内容， 如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创刊的 《世界影坛》 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写到： “小别四年， 我们不妨看看

人家是怎样地进步着。 而从这些新面目的好莱坞影片以至其他优秀的外国影片中学取更高的艺术水平，

是国内的电影工作者们所无可推辞的当前任务。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５］ 这充分说明， 战后初期，

还有一部分人从美国电影的长处入手， 认为好莱坞电影还是有很多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学习的地方。 与

此同时， 对好莱坞电影批判的声音也相互辉映。 战后出现了以对好莱坞批评为重心的电影期刊杂志，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创刊于广州的 《电影论坛》 和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创刊于上海的 《影剧丛刊》，

两刊都刊发了大量的揭露好莱坞电影危害性的文章。 除此之外， 就是散见于其他各类报纸杂志上 “讨

伐” 好莱坞电影的文章。 如李何林的文章 《美国电影的毒害》， 通过对美国电影各种类型的分析， 揭露

美国电影的本质。 文章指出， 好莱坞是帝国主义文化的 “广播所”， 并以 １９４６ 年度上海影片统计的数

量说明美国电影的市场独占现状， 详细分析了美国影片的主要类型， 包括探险、 野兽和宣传落后民族

野蛮的影片； 历史的和宗教宣传的影片； 鼓吹草野英雄、 侠客勇士的影片； 鼓吹军国主义的影片； 歌

舞、 恋爱和侦探片及名人传记片； 鼓吹狭义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片； 以世界文学名著为内容的

影片。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了美国所谓的 “进步影片”， 其 “进步” 实际上也 “是有限度的”。［６］ 文章比

较详尽地罗列好莱坞电影的主要类型， 并列举了相关影片进行分析， 充分揭露了美国电影的本质及对

观众的 “毒害” 作用。

此外， 清涟的文章 《美国电影的迷魂阵》， 揭露美国文艺片、 宣传片的本质， 并以 《人类的喜剧》

为例说明美国影片中 “单纯” 与 “人性” 的假象， 告诫中国影人在学习模仿中不能全盘拿来教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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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７］默斯的 《从好莱坞受审， 谈美片侵略性》 首先揭露了好莱坞电影所谓的 “欺骗与麻醉的宣传”，

文中指出： “美帝的统治者在放纵并鼓励拍摄黄色的有毒素的影片外， 另一面则对民主的进步的影片的

摄制强施了无耻的压迫”。［８］郿卿的 《杜鲁门主义进入好莱坞》 一文， 通过对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提出 “肃清好莱坞 ‘共党分子’ ” 的口号、 劳勃泰勒为 《战地情侣》 一片的自首、 九月将在华盛顿举

行的 “公审”、 贝尔纳斯将为好莱坞 “辩护”、 进步分子的抗议与反击等内容的介绍， 充分论证了反共

的 “杜鲁门主义” 已经打入了好莱坞， 这应该引起所有进步影人的注意。［９］这些对美国电影的 “本体批

评” 大多从好莱坞电影自身角度， 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战后好莱坞电影的总体走向， 在肯定它有值得学

习和模仿的地方的同时， 强调也需要加以甄别筛选。 而这一时期批评者关注更多的可能就是好莱坞电

影的 “毒害” 元素， 时刻告诫人们要警惕它的 “欺骗和麻醉宣传”， 因为好莱坞正在慢慢变成了一个

“反动的场所”。 “杜鲁门主义” 的打入， 说明好莱坞已经卷入 “冷战” 对峙的政治漩涡， 对美国电影

的本体批评逐渐演变为通过美苏电影的比较， 来进一步批评好莱坞的 “反动” 特征。

（二） 对美苏电影的比较批评

１９４７ 年， 美、 苏两大阵营冷战局面形成后， 美国实行了所谓的 “文化戡乱政策”， 成立了 “非美活

动调查委员会” （ＨＵＡＣ， 即：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Ｕ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对大批好莱坞进步

影人进行传讯、 审判， 并拍摄了诸如 《铁幕》 （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ｕｒｔａｉｎ， １９４８） 等反苏反共的影片。 一大批进

步人士被列入了 “黑名单”， 继而酿造了 “好莱坞十人案”， 引起了进步分子的抗议与反击。 苏联导演

亚历山大洛夫认为 “美国电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美国电影业已受到约翰斯登及前任国务卿贝尔纳斯

之流的反动分子操纵， 在全世界展开好莱坞 “电影的攻势”， 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受到迫害。［１０］ 同为苏联

导演的 Ｍ·乔雷里也在 《苏联电影导演论美国电影》 一文中讲到， 好莱坞 “以制造那些故意分散观众

对社会问题的主义并宣传利己主义、 贪婪、 淫乱和犯罪的故事为能事。” ［１１］ 两位苏联导演站在同样的立

场上， 对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深刻揭露， 从政治及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好莱坞的 “反动性”， 进而呼吁全世

界的影人都应该警惕好莱坞， 尤其是好莱坞的电影。 “因为美国国务院曾表示， 防范共产主义的最好办

法就是散布美国影片”。［１１］基于此， 在 “冷战” 形势下， 从美、 苏对峙的政治立场角度， 通过对美苏电

影的比较分析来达到批评好莱坞电影的目的， 揭示出美国电影的 “丑恶” 本质，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

时期内， 是对好莱坞电影批评的重要模式。 如李馥的 《看美国电影所感》 一文中比较了美国电影和苏

联电影的区别： “在战争中和战争后， 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的美国式的战争影片， 我说 ‘美国式’， 这表

示和苏联式的战争影片不同的意思， 苏联在这次战争中也制作了一些所谓 ‘娱乐性’ 的作品， 但是和

《水手争风》 之列的美国胡闹片比较起来， 苏联在战争中绝对不制作 ‘为娱乐而娱乐的影片’， 即使轻

松一点的歌舞片如 《舞台红伶》， 也是以仇恨敌人、 提高士气为主题的”。［１２］ 通过比较， 作者认为 “娱

乐性” 体现在美苏电影中存在着巨大差别， 美国电影的 “娱乐性” 是一种 “胡闹片”， 而苏联电影的

“娱乐性” 则 “是以仇恨敌人、 提高士气为主题的”， 这说明作者也受了 “冷战” 思维的影响。 战后南

下香港的内地文艺界人士， 曾于 １９４８ 年举办了一个 “漫谈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 的座谈， 出席者有郭

沫若、 韩北屏、 柯灵、 章泯、 邵荃麟、 周钢鸣、 冯乃超、 区永祥、 吴祖光、 孟超、 丁聪等。 为了抵制美

国电影的 “反动影响”， 这些文艺界人士通过对美苏电影的比较， 从各个角度揭露了美国电影的毒害

性。［１３］从中不难看出， 大部分人还存在着明显的 “厚苏薄美” 或 “扬苏抑美” 的倾向。

战后一段时间对美国电影的批评， 基本上呈现一种个体的、 零散式的批评样态， 显现出一种较为民

主和自由的批评态势。 这一时期对美国电影的态度虽然大多言辞激烈， 但没有彻底否认它的全部价值

和部分的进步意义。 默斯的 《从好莱坞受审， 谈美片侵略性》 中举例说明了 “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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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步人士的迫害， 对好莱坞进步人士的遭遇报以同情， 认为当下 “我们为什么要检查美片而不禁绝

美片呢？ 那就是因为好莱坞一些有良心的艺人， 可能逃过压迫制作些有滋养的东西来的。” ［８］ 李馥的

《看美国电影所感》 一文中指出， “这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产生了一些赞扬同盟国军队和人民英勇抗战

的作品， 如 《月落》 《拂晓攻击》 《忠勇之家》 《苏联之歌》 等歌颂影片， 制作态度也比较严谨” ［１２］ 。

即使在 “漫谈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 座谈会上， 举办者也说： “我们没有存心抑美扬苏或抑苏扬美的意

思， 只希望就事论事， 研究出美苏电影的特色和专长， 帮助广大观众的了解。” 从中可以看出， 这一时

期对美国电影的批评， 多少还有些温和的态度。 此时中美两国政治上的特殊关系， 反映在国内对美国

电影的批判态度上， 有时略带含混。 这种 “个体式” 批评占据主导地位的批评模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

的成立。 随着政权的更迭， 国内形势的重大突变， 在 “冷战” 思维的继续蔓延下， 一种 “集体式” 的

批判模式慢慢浮出了水面。

二、 建国初期对美国电影的 “集体式” 限制

１９４９ 年，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没有立即在各大城市停映美国电影， 但却做出了 “美国发行商自行审

查， 并禁止放映不利于新政权电影” 的要求。 这意味着在中国放映的美国电影中不得有反苏、 反共和

夸耀美国军力的任何内容。 “事实上， 在 １９５０ 年夏天以前， 新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希

望， 所以也不愿因为与好莱坞对抗而使中美外交关系复杂化。” ［１４］ 当时的国内媒体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批

评也比较温和， 而且这些批评也并非来自政府的指示， 这之后才出现部分的 “集体式” 的批判与限制。

新政权在限制好莱坞电影的策略上也是循序渐进地缓和进行的。 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中国打响 “抗美

援朝运动” 第一枪之前， 中国内地对美国电影的态度基本上是采取一定范围的 “集体式” 的批判限制，

体现出中美关系迷茫期一种暂时的非激进性的对抗态度。 尤其是限制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市场的流通上，

新的人民政府采取了针对美国电影的各种更为具体的策略。

（一） 成立 “旧片审查委员会”

新政府对当时代表资本主义思想的好莱坞电影最初的反应就是逐步限制。 首先从制度上明确， 成

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约束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中泛滥。 在这种背景下， “旧片审查委员会” 成立了。 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的档案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旧片审查委员

会” 成立的过程及相关条例细则如下：

《为旧片审查委员会拟即成立， 呈送组织条例等经请核备由》 ［１５］ ：

本处拟于本月内成立 “旧片审查委员会”， 开始审查已映演与进入口之中外旧片， 兹呈上

旧片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 旧片审查委员会名单， 英美电影说明书改写小组组员名单、 及旧片

上映执照， 旧片申请审查表与旧片整理卡之样片各一份， 请鉴核备案。

此呈

文化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

１９５０ １０ ２３

在它的 “附件” 中， 更加详细具体地规定了该委员会清理旧片的具体办法和相关工作人员名单。

其中 “附件一” 的 《旧片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 第六条规定了该委员会清理旧片的具体办法， 设立三

个 “审查小组”， 并规定了具体的工作任务， 包括填具 “旧片申请审查表”、 每周召开全体委员会、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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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演执照、 表彰优秀影片、 检查外片中文字幕等内容。 “附件二” 详细列出了旧片审查委员会委员名

单， 主要成员有夏衍、 冯定、 予伶、 姚溱、 蔡叔厚、 叶以群、 顾仲彝、 王士桢、 梅朵、 鲁思、 梅洛、 柯

蓝、 沈浮、 陈鲤庭、 赵丹、 郑君里、 陈白尘、 王力、 王瑜、 林路、 黄佐临、 瞿白音， 共 ２２ 人。 “旧片审

查委员会” 的成立和制定的相关审查 “办法”， 主要是针对以美国电影为主的所有外国影片， 它的成立

从制度上明确了对好莱坞电影的限制， 即通过一种 “集体性” 的行动为限制美国电影提供了官方口径。

这无论是在内容细则上， 还是在程序步骤上， 都要比之前的电影审查更为严格。 尤其是对好莱坞电影

的宣传方式， 提出了更为明确和详细的限制。

（二） 限制美国电影广告篇幅

广告宣传作为整个电影产业流程中的重要环节， 一直以来都被高度重视。 解放前的上海， 无论是报

刊、 杂志、 还是各种街头店面， 作为 “现代化表征” ［１６］的好莱坞电影广告随处可见。 通过广告， 足可以

看出美国电影已渗透到了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后， 为了避

免美国 “毒素” 的继续蔓延， 对电影广告的限制就构成了整体上限制美国电影的重要方面。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做出了对英美电影广告篇幅的 “说明”。 这则 “说明”

主要针对各种诸如报纸等的宣传平台， 通过对外国电影 （主要是好莱坞电影） 广告宣传费用的提高和

篇幅的限制， 来减弱影片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如下： 在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上海市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

处” 送启全市各级报刊的启事中做了详细的规定： “自本月廿五日起凡属外国电影广告照原刊例 （作者

注： 相当于版面费） 提高百分之十五 （在暑期内增加百分之十）， 国产影片 （不论公私营厂商出品）

各种戏剧以及外国电影之有进步教育意义者 （例如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影片） 广告刊例一律照

旧。 新民报、 大公报， 国产片及其他仍照原刊例计算。 外国片在九月底以前照原刊例增加百分之十。

外国片自十月一日起照原刊例增加百分之十五。 对于影片内容之进步与否， 各报得以解放日报审核电

影广告之标准为参考。 对于各项广告文字及画面方面， 不得过分夸大或有客观上足起诲淫诲盗作用的

宣传， 否则各报自由修改或拒绝刊登。 对于广告所占篇幅， 各报得酌量予以限制。” 随后， 在这个启事

后面又附了一个 《限制英美消极影片广告篇幅协议书》， 其中规定从 ８ 月 １５ 日起， “当天开映之英美消

极影片广告， 大公报不得超过八行， 解放日报、 新闻日报、 文汇报及其他各报刊均不得超过四行。 英

美消极影片之预告一律不得超过十六行。 英美消极影片之广告， 各报馆一律不得使用铜板或锌版。” ［１７］

以上两个文件很明显地对外国影片， 主要是好莱坞影片的广告、 预告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 不仅在

版面费用上英美片比其他 “进步” 影片要高， 而且在内容篇幅和字数上还有一定的 “行” 数限制， 甚

至在纸张印刷上也规定 “一律不得使用铜板或锌版”， 从中可以看出对好莱坞电影广告规定的严苛

程度。

（三） 改写美国电影说明书

电影说明书是观众了解电影内容的一个便捷途径， 尤其是外国电影， 因语言不通， 电影说明书就显

得格外的重要。 为防止电影说明书故意夸大或不实介绍电影内容的情况， “电影旧片清理委员会” 也拟

具了 《改写英美电影说明书的计划草案》。 该 《草案》 具体强调了在 “电影旧片清理委员会” 下， 成

立一个 “英美电影说明书改写小组” 的内容， 主要成员有顾征南、 钱基、 桂熊样、 鲍汝麟、 曹敦、 陈

美安、 沈巍山 ７ 人， 并要求 “说明书改写工作必须配合英美旧片整理工作。 ‘改写小组’ 必须根据影片

内容， 以正确观点， 采取夹叙夹议方式加以批判的改写。 所有准映之英美旧片， 于放映时所发之说明

书， 必须采用 ‘改写小组’ 所改写之说明书。 如有故意违反者， 得于适当处分。” ［１８］

这一 《草案》 中尤其强调了 “说明书改写工作与影评工作结合起来” 和 “说明书改写工作必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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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英美旧片整理工作” 的要求。 而且进一步对改写方法也做了具体的规定， “必须根据影片内容， 以正

确观点， 将说明书采取夹叙夹议方式加以批判的改写”。 这充分说明了对外国电影说明书的改写是基于

一定的 “导向的”， 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限制好莱坞的 “消极电影”。 除此之外， １９５０ 年， 《上海市

文化局关于进一步限制英美影片的具体意见》， 用开座谈会讨论方案的形式来对院方谈话、 宣布。 本

“意见” 也涉及限制美片 “放映时间”、 减少 “广告宣传” 和增加 “娱乐捐” 的内容。［１９］

通过成立 “旧片审查委员会”、 “限制好莱坞影片广告篇幅” 和 “改写好莱坞电影说明书”， 一个

“集体式” 的批判形态在上海电影界建构起来了， 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国电影的批评及限制已初

具规模。 这一阶段的批评主要体现了一种 “组织性” 和 “规范性” 的特征， 突破了之前 “散兵游勇”

式的口诛笔伐， 使对美国电影的批评成为一种 “集体意识”， 并上升为具体 “文件” 颁布执行。 随着中

美关系的日益紧张， 这种局部性的 “集体意识” 终于在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口号的感召下愈演愈

烈， 最终发展成了 “全国性” 的对美国电影的彻底清算运动。

三、 抗美援朝时期对美国电影的 “全国性” 审判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朝韩战争的硝烟弥漫到了鸭绿江边， 而美国援韩的举动也使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并趋

于白热化， 这直接导致了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放映也相应受限。 在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口号

的感召下， 轰轰烈烈的反美运动开始了。 在全国声讨好莱坞的浪潮中， 许多电影院职工及工会要求停

映美国电影。 迫于这种压力， 在上海拥有米高梅公司电影独家发行权的首轮影院———大华电影院， 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悄然决定停映美国电影。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院， 或迫于政治压力， 或基于爱国热

情也加入联合抵制， 代表四十多家电影院的上海电影院同业公会在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下

属所有电影院停映美国电影。［２０］这标志着好莱坞在中国几十年的辉煌历史终于告一段落， 全国性的、 大

范围的、 有组织的拒映和批判美国电影的运动开始了。

（一） 对美国电影 “日常性” 的批判

自 １８４３ 年上海开埠， 上海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也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铺好了道路。 早在 １８９７ 年，

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便来到上海， 先后在天华茶园、 奇园、 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 到 １９０９ 年， 美国

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 并开始了在中国的制片业。［２１］美国人从放映到制作， 早

早地在中国扎下了营地， 开始了在华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活动。 美国电影已经成了上海市民日常消费的

一个重要部分。 鉴于此， 从日常宣传中来批判美国电影， 自然成了重中之重。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上海市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提出了拒映美片及相关的电影宣

传的决定。 首先在电影界， 在影院拒映美片之前， 对于美片的排片和放映日期， 加以限制与监督。 在

全国声讨好莱坞的浪潮下， 许多影院如大华影院、 巴黎影院等都先后停映美国电影， 与此同时也推动

了少数影院放映 “进步影片”。 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的 《电影事业管理处一九五○年有关抗美援朝工作报

告》 中统计， 美片观众急速下降， １９５０ 年三月各影院观众为 ９０ 万余人， 七月为 ４９ 万余人， 十月份为

２７ 万余人。 从三月份占观众总人数的 ５２ ８％下降为 １２ ７％。 至十一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后， 上半月的

美片观众仅为 ４ ７ 万人。［２２］各电影院分会及电影院同业工会合作， 设立电影宣传月， 免费放映新闻片。

另外还组织制片公司职工的学习， 下发各项抗美援朝学习资料， 按期分发给各制片厂职工， 供其学习。

此外还组织了制片公司职工时事学习委员会， 聘请陈白尘、 熊佛西等人来作时事报告， 并组织小组

讨论。

为了配合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 对于好莱坞 “毒素” 电影对上海观众的影响， 通过组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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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刊发文章方面展开了批判。 组织演讲团以具体影片为实例， 暴露好莱坞电影的 “侵略性” 本质， 进

一步分析 “美国文艺片” 的 “欺骗” 套路以及技巧与内容的关系等等。 据 《电影事业管理处一九五○

年有关抗美援朝工作报告》， 演讲团演讲的单位部门很广， “有学校部门 （如上海女中、 清心中学、 圣

玛利亚中学等）、 工会部门 （如税务局工会、 土产、 皮毛等四公司工会等）、 机关部门 （如新华、 四明

等四银行）。 听众主要是青年学生、 青年职工。 因为这部分人多属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受美帝影片

的毒害较深’， 是教育改造的重点对象。” 在文字宣传方面， 则以 《大众电影》 为主要宣传和批判阵地，

自第 １０ 期至第 １４ 期止， 共 ５ 期， 结合时事宣传， 发表了批判美帝影片的主要文章共四十多篇， 从各个

方面对美国影片进行彻底的批判。 这些文章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 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进步影片如 《人

民的巨掌》 《他们有祖国》 《攻克柏林》 等的分析和一些人所讲述的切身经历， 揭露 “美蒋的反动阴

谋”， 赞颂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 为配合抗美援朝、 拒映美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日常生活角度

消除好莱坞电影的 “梦魇”。 这种理论上的批判甚至一直延续到 １９５１ 年， 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

出了很多批判好莱坞的专著，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十月出版社编辑的 《好莱坞的侵略》， 李卉编著的 《好

莱坞的魔窟》， 苏联的 М·卡拉托佐夫著、 陈鄂翻译的 《好莱坞的真面目》， 伯奋著的 《好莱坞： 电影

帝国》 等。 这些书分别从好莱坞电影的 “本质” 和其 “反动性” 层面， 全面而又系统地对好莱坞进行

了一次彻底的批判。

（二） 对美国电影 “毒害性” 的揭露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美国政治上的依附关系， 为美国文化进入上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保障。 美国在

上海拥有许多教会学校、 发行大量的报纸杂志、 引进放映大量的美国电影， 传播着好莱坞的各种 “文

娱” 节目。 据说， 当时上海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外国名字，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可能

不知道中国传统经典小说中的人物， 但是一讲到美国电影里的故事和明星， 他们便能如数家珍、 津津

乐道。 所以， 很多批判者认为， 好莱坞电影的 “毒素” 在青年人中蔓延得最为厉害， 因为他们接触好

莱坞电影最多。 因此， 首先要揭露好莱坞电影对青年人的 “毒害”。 这种 “毒害” 现象也被表现在当时

的电影中， 如 １９４９ 年， 大同公司制作完成的由佐临编剧、 洪谟导演的讽刺电影 《影迷传》 就比较形象

地描绘了这种 “毒害性”。 另外， 对于好莱坞电影的 “毒害性”， 还有一些人现身说法， 亲自指控好莱

坞电影对自己的 “毒害”， 指出好莱坞电影毒害中国观众的严重后果， “青年学生 ‘中毒’ 后， 会漠视

学生运动， 以及产生亲美、 恐美、 媚美的心理； 工人们 ‘中毒’ 后， 会变得不爱劳动、 瞧不起阶级兄

弟姐妹、 爱享受、 爱虚荣。 鉴于此， 对战后好莱坞电影 ‘毒害’ 的揭露和批判势在必行， 乃当务之急

的大事” ［２３］ 。

其次是批判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创作上的 “误导”。 美国电影不仅在市场上压制中国电影， 而

且在思想意识和表现形式上， 也经常 “误导” 中国电影的创作。 因为美国影片比较卖座， 于是很多中

国电影争相模仿。 “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是模仿美国的， 从分场、 分镜、 灯光、 摄影等技术方法以至故

事的结构和内容， 大都不能脱出美国的窠臼。” ［２４］当时， 一部卖座好的美国影片映出很久， 就会出现一

部如法炮制的中国片。 这些片子往往把美国电影中的各种元素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 结果使中国电

影不伦不类。 如 １９４７ 年由 “中电二厂” 出品， 方霈林执导的 《青青河边草》 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的批

评。 影片 《青青河边草》 的故事， 很明显模仿了好莱坞影片 《魂断蓝桥》， 只不过把故事的环境转移到

了中国的抗战时期， 而且结尾处也改为了大团圆的结局。 关于该片的模仿和改造， 评论家就诟病较多。

除此之外， 不仅仅在内容上模仿好莱坞遭人诟病， 很多人认为在技术手法上对好莱坞的模仿也是有害

的。 邵荃麟曾指出： “譬如中国片 《松花江上》， 内容上很进步， 但是里面 ‘打架’ 一场， 却颇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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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作风， 令人看了感到不大舒服。 我们接受了美国片的手法， 就会使内容与形式分裂看来。［１３］ ” 这些

批评的内容今天看来虽然有点危言耸听， 但对当时的评论界来讲， 却普遍认为美国片不仅是消极的，

含有毒素、 引人堕落麻痹的， 而且还常常误导中国电影的创作， 降低了中国电影的创作质量。

再次就是揭露了好莱坞电影 “欺骗” 和 “麻痹” 人民的方式。 在 《对于美帝电影的批评》 的揭发

材料中， 作者就通过举例， 总结了好莱坞电影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各种方式： “积极鼓吹美国是天堂、 是

最民主最文明的地方； 还有一些作品通过 ‘消极的宣传麻痹， 解除你的思想武装’； 鼓吹个人作用， 解

脱社会关系及责任； 色情的诱惑、 道德的堕落、 色情性欲； 以谋杀、 侦探、 武打片使人犯罪等。 即使

是常被人称赞的文艺片， 这时也成了一种变相的 “毒害宣传”。 如有宣传个人温情主义、 无原则的 “人

性至上” 的 《鹿苑长春》， 有逃避现实、 爱情至上的 《魂断蓝桥》 《乱世佳人》 《蛊姬》 《乱世孤雏》

等片子， 有宣扬个人努力， 往上爬的伟大传记片如 《伟大爱迪生》 等， 也有麻醉阶级斗争或以宗教和

命运来控制人民的如 《圣玛丽雅之钟声》 《圣女之歌》 《常春树》 等。 总之， 认为这些影片对观众影响

极坏， 带来了许多毒素， 误导中国人对美式生活的追求， 模仿美国、 崇拜美国、 恐惧美国、 幻想美国

的友谊、 思想上做了美国的俘虏， 替美帝侵略势力铺好道路； 致使在生活态度上， 出现了享乐英雄主

义的流氓相 （如小阿飞）； 金钱至上， 市侩思想； 剥削思想， 不爱劳动， 舒舒服服投机取巧； 玩世不

恭， 侮辱女性； 正统思想、 法律至上， 超阶级宗教思想； 打天下思想 （如多看了武打片）； 个人往上爬

（如传记片）； 个人逃避现实 （如 《人猿泰山》 等片子）。［２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作者看来， 所有的这

些美国电影， 都是在通过不同的方式 “欺骗” 和 “麻痹” 中国人民： 从 “美国中心主义” 到 “个人英

雄主义”， 从 “色情” 到 “犯罪”， 即使是文艺片， 也是一种变相的 “毒害宣传”， 几乎所有的美国电

影都包含 “毒素”。

今天看来， 对美国电影的这种批评方式， 未免有失偏颇， 甚至显得十分过激。 但在当时群情高涨的

政治形势下， 这种极端的批评却显得 “十分合理”。 为了找出美国电影的 “细菌” ［２６］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

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和揭露是全方位的、 最彻底的。 从限制国内民众接受美国电

影的日常角度， 到通过回顾美国的 “侵华史” 和揭露好莱坞电影的毒害， 从而彻底清算好莱坞的 “旧

账”。 这种批评方式很明显地把对电影的社会批评引向了政治批判， 终于在 １９５０ 年底， 好莱坞电影逐

渐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四、 结 　 　 语

战后国内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经历了 “个体式” 批评、 “集体式” 限制和 “全国性” 批判三种模

式。 从前期的批判限制到后来的审判清除， 不难看出， 这种层层递进的批评方式完全受中国当时的政

治形势的影响。 这三种批评模式涉及到了美国电影的本体层面、 内容技术层面、 日常影响层面和历史

层面等， 无论在批评内容还是批评形式上都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受制于当时政治语境的

变化。 通过对这三种批评模式的分析， 可以看到战后对美国电影的批评话语， 始终不游离于不同历史

时期的政治语境。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这种对美国电影的批评发展到了极致， 最终美国电影遭遇了被

清除的命运。 这种从缓和批评发展到最终审判的态度， 充分说明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 政治语境

在影响批评话语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 清除好莱坞电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和完全彻底。 一方面， 虽然当时的主流舆论都是一种

“反美” 的声音， 但还有一些美国电影的忠实影迷， 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 反对禁映好莱坞电

影。 另一方面， 美国电影虽然逐渐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但是它却没有完全在中国销声匿迹。 在接下

９２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３ 卷

来的几十年里， 美国电影偶尔仍作为被学习或批判的样本， 在一定范围内放映。 像 １９６０ 年国内就曾放

映过美国影片 《社会中坚》 （Ｓａ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１９５４） 并作为进步作品进行学习， 在 《人民日报》 等重

要报刊中刊发过一系列相关评论文章。 在好莱坞电影被清除的同时， 由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的电影取而代之， 对中国电影带来了巨大的后续影响。 有人把好莱坞电影比作 “鼠疫菌”， 所以 “我们

要截止鼠疫菌的蔓延， 要消毒打预防针， 用苏联电影和国产进步片 （取代美国片） ” ［２７］ 。 １９５０ 年之后，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全面展开， 清除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电影， 宣传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

国家的影片， 也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电影， 从一个完全异于美国电影的角

度， 在创作上和批评上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中国 “十七年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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